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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和跨界治理内涵

近年来，全球气候变化的形势愈演愈烈，对自然和人类

生态系统提出了巨大挑战。在环境污染与温室气体排放的治

理过程中，由于排放具有跨界流动性和外溢性特点，仅依靠

单个区域难以实现有效的气候治理目标，因而跨界治理成为

全球气候治理研究的重要关注点。

有关气候治理的讨论最先集中在国际谈判和国家承诺

上，但效果并不理想。早期各个国家希望依靠国际协议与相

互监督，在气候治理方面达成尽可能多的共识并共同行动起

来，制定减排措施。这一思想在很长时间内主导了全球气候

治理的讨论 [1]。然而，这些国际或国家层面的解决方案常常

因为协调成本过高、利益群体分散而实施缓慢甚至搁置，在

全球层面的推进上出现了严重滞后。传统的集体行动理论认

为，气候变化相关行动只能依靠外部权威，通过可执行的规

则改变利益相关者的激励结构 [2]，否则国家以下的地方政府

没有动力减少能源使用与温室气体排放。

随后，地方和区域层面的气候治理行动逐渐兴起并引起

学界关注。例如欧盟排放交易计划（EU-ETS: EU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北美西部气候倡议（WCI: Western Climate 

Initiative）等区域与地方间的减排计划相继出现 [3]。越来越

多的研究表明，地方和区域层面成为气候治理的重要参与者

和气候变化治理的关键地点 [4-5]。部分城市考虑到气候政策

的其他利好，如降低空气污染、提升居民健康水平等，已经

开始制定城市气候减缓行动计划 [6]。在气候治理领域，不断

演变的多中心系统打破了传统集体行动理论中只能依靠外部

权威进行集体行动的固有意识，为地方和区域层面参与气候

治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来源 [7]。

WCI 是一个由美国部分州与加拿大部分省于 2007 年协

商建立的自愿减排计划，旨在通过跨界集体行动来共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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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跨界合作正在成为推进全球气候治理实践的重要方式之一。本

研究在奥斯特罗姆的制度分析与发展（IAD）框架和集体行动三要素的

基础上，构建了一个整合性多情景 IAD 框架，用于分析地跨美加的西

部气候倡议低碳行动。本文总结了西部气候倡议成功运作的五大外部

因素，包括基于气候政策的观念共识、特定的经济结构、适宜的制度

环境、倡导性的地方政治以及环保领域的先锋意识。通过分析若干行

动情景下参与主体的互动与合作成效，发现碳交易立法与政策体系的

供给、可信价值承诺的建立、多主体监督体系的搭建这三个要素促进

了跨界集体行动。本文揭示了地方与区域层面协作解决气候问题的可

能性，为气候治理的跨界合作提供了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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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Ostrom’s 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IAD)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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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scenario IAD framework to analyze the Western Climate Initiative, 
a transboundary low-carbon action across the US and Canada. This paper 
summarizes five external factors for successful WCI cooperation, including 
a consensus based on climate policy, a particular economic structure, an 
appropriat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 facilitative local politics, and a 
pioneering sense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y analyzing the interaction and 
cooperation effectiveness of actors in several action scenarios, we find that the 
provision of carbon trading legislation and policy system, the establishment of 
credible commitments, and multi-subject supervision structures are conducive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ross-border collective action. This paper 
illustrates the possibility of collaborative efforts at the local and regional levels 
to solve the climate crisis, which provide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cross-
border cooperation on climate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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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问题。成立之初，WCI 面临着来自政治、经济、制

度构建和市场监管等方面的困境，但经过参与成员的制度互

动，已经发展成为全球碳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WCI 跨界合

作的成果表现为灵活且稳定的碳市场结构，为跨界气候治理

提供了新的思路。本文以 WCI 的形成与发展作为案例分析

的基础，研究地方政府跨界合作的外部要素、主体互动及其

成效。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有利于深化对跨界治理形成原因的

认识，揭示地方层面参与跨界低碳行动的意义。

现有研究对跨界治理概念的阐释大致分为三种视角。第

一种视角聚焦于行政区划意义上的边界。空气、河流等公共品

具有较强的跨界流动性，一旦受到污染并产生负外部效应，就

需要不同空间区域的管辖机构跨越行政边界进行合作管理 [8]。

利普舒茨（Lipschutz）提到，行政管辖权与生态系统边界的

不匹配衍生出大量污染治理的难题 [9]。1990 年代，生物区域

主义（Bioregionalism）的思想被应用到河流的“流域治理”，

成为跨界治理的思想来源 [9-10]。在这一视角下，学者们讨论

了地方政府间的横向合作治理、区域治理和城市空间治理等。

第二种视角认为，跨界治理是跨越组织边界的治理。随

着跨界治理中参与主体、参与层级的多样化与网络化，跨界

治理呈现多样化的特征。学者们讨论的跨界形式不仅涉及

行政区划或地理空间的边界，还涉及不同国家、不同区域、

不同地方的决策层次，以及不同主体与行业之间的观点与 

合作 [11-12]。跨组织边界的治理尤其强调不同部门和组织在公

共事务上的合作与互动。相关研究关注多元利益主体间如何

共同解决公共事务，达成公共目标。

第三种视角认为，跨界治理是基于行政边界与组织边界的

融合。丁煌和叶汉雄将“跨界”的含义拓展为跨区域、跨部门、

跨（学科、行业等）领域三种 [13]，武俊伟和孙柏瑛又将其进一

步拓展为跨区域、跨部门、跨层级、跨领域的四维框架 [14]。

跨界治理的整合性视角越来越为学者们所重视，跨界的

概念也趋于多元化。本文探讨西部气候倡议这一跨区域、跨

层级的低碳合作，文中跨界的内涵既包括跨区域的行政边界，

也包括跨层级的组织边界。

跨界治理往往发生在空间领域上存在显著外溢效应的公

共事务中，例如公共池塘资源（common-pool resources，也

译作“共有池资源”）的治理，需要多个行为主体之间达成

特定的制度安排。奥斯特罗姆（Ostrom）提出的多中心治理

理论，强调多层级和多主体行为者之间通过互动建立广泛的

合作并达成治理目标 [15]。这一理论为不同主体间的制度互动

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本文分析提供了理论基础。

本文其余部分的安排如下。第二节围绕多中心治理理论

的适用性与必要性展开论述，并结合制度分析与发展（IAD: 

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框架、集体行动三要

素，构建了一个整合性多情景 IAD 框架。第三节介绍 WCI

的建立与发展历程。第四节应用整合性多情景 IAD 框架分

析 WCI 跨界合作。第五节总结 WCI 的成功要素与经验启示。

2  理论与分析框架

2.1  多中心治理理论视角下的全球气候治理
多中心治理强调多行为主体在多尺度共同影响集体利益

和成本，最早用于解释美国大都市的警察服务，而后向更广

泛的公共服务和生产领域延伸，并被用于解释全球性公共产

品的生产与提供 [16]。奥斯特罗姆在 2009 年为世界银行撰写

的一份报告中，呼吁采用多中心的气候治理方式。她强调在

全球层面解决环境治理问题，如果没有国家、区域和地方各

个层面的支持与努力，就不能保证运作良好 [17]。减少全球温

室气体排放这一典型的集体行动问题更需要不同的主体在多

个尺度和多个层级加以解决。

多中心治理理论为地方与区域层面参与气候治理提供了

重要的理论依据。科尔（Cole）注意到多中心理论在研究全

球气候治理中的补充性与适用性，指出次国家级政府的努力，

如加州的碳交易计划以及 WCI 等行动，已经作为自下而上

的减排计划，推动着全球气候治理的进程 [18]。自愿和自下而

上的气候治理已经成为多中心气候变化治理战略的重要组成

部分 [19]。索尔库（Sovacool）通过四个气候和能源治理案例

展示了多中心治理在克服集体行动困境方面的优势 [20]。阿

博特（Abbott）提倡跨国机构在横向和纵向维度进行联系以

推进全球气候治理 [7]。乔丹等（Jordan et al.）呼吁对政治和

制度采取更多关注，以增进对多中心模式的理解并提升其有 

效性 [21]。总之，气候治理领域不断演变的多中心系统，打破

了传统集体行动理论中只能依靠外部权威进行集体行动的固

有意识 [2]。新的集体行动理论建立在行动者理论基础上，强

调了情境在影响参与者信任与互惠水平方面的重要性。当行

动者对于所面临问题和其他人的参与有充分了解，且可以建

立信任和互惠环境时，就可能采取积极的合作行动。

2.2  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
制度分析与发展（IAD）框架的思想来源于公共物品与公

共服务供给、制度规则与约束分析、多中心治理秩序等的功

能作用 [22]。这一框架于 1982 年由凯泽和奥斯特罗姆（Kiser & 

Ostrom）提出，旨在研究“客观制度如何影响复杂环境中的

个体开展相应行为”这一问题 [23]。IAD 框架早期被用于公共

池塘资源，例如地下水、灌溉、森林、渔业和生态系统等的

分析。尤其是灌溉系统方面的应用，直接推动了公共池塘资

源集体行动理论的发展 [24]。后期，IAD 的应用范围拓展到俱

乐部产品和更多大规模公共事务的治理中。



34  2023 Vol.38, No.5

本期主题 

这些研究丰富了 IAD框架，促进了制度分析通用语言的发展，

并为阐释复杂情景提供了一个综合性分析方法。IAD 框架主要关

注四个部分。首先是外部变量，包括自然物质条件、经济社会属性、

通用制度规则。这些外部变量会作用于行动舞台，对行动舞台中

的行动者及其相互作用产生影响 [25]。其次，IAD 框架关注行动舞

台，这是行动者相互作用的场域，包含行动者和多个行动情景。

行动情景是个体或群体互动并产生结果的社会空间，针对外部变

量作出反应。再次，IAD 框架通过考察行动者的互动结果，关注

整个系统运转的效果评估。最后，该框架关注对外部变量和行动

舞台的再设计，以不断完善制度（图 1）。

2.3  集体行动的三要素
1990 年，奥斯特罗姆在研究了多个公共池塘资源治理案

例后，提出克服公共选择的集体困境需要三个关键要素，分别

是新制度的供给、可信承诺与相互监督。首先，新制度的供给

是指制度供给者在主观偏好、利益结构、理性水平、制度环境、

技术条件等约束条件下，通过特定程序和渠道进行正式制度创

新与设立的过程 [26]。面对新的环境问题能否达成新的制度安排，

取决于行为者对新制度带来的收益与转换成本大小的判断，以

及系统是否提供了符合参与者共同行为准则和互惠互利的处

事模式 [27]。其次，可信承诺是指行动者如何依据自身承诺遵

守相关制度安排。达成可信承诺第一需要组织成员作出同样或

类似的承诺，第二需要优化策略设计本身，可能表现为选择这

一策略的长期收益增加或交易成本降低 [28]。最后，相互监督

是指参与主体相互了解对方的真实行为及行为后果 [29]。监督

的要素和条件包括清晰界定公共物品及其使用边界，有效传递

信息等。相互监督的落实会促成可信承诺的达成，而可信承诺

进一步加强了新制度的构建。集体行动的三要素被研究者们广

泛应用于公共物品的分析，例如环境治理绩效的变迁 [30]。

2.4  整合性多情景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
制度分析与发展（IAD）框架虽然提供了一个评估制度

安排进程和结果的分析方法，但存在两点问题。首先，框架

过于看重规则制定的优先权，忽略了对集体行动中政治经济

背景与话语构建的考量。政治生态学（Political Ecology）强

调了宏观政治经济背景和微观权力分配在社会和环境治理层

面的作用。克莱门特（Clement）、惠利和韦瑟黑德（Whaley 

& Weatherhead）基于政治生态学视角探讨了历史、话语和

政治经济对制度和集体规则形成的影响与作用 [31-32]，拓展了

IAD 框架的外部变量。本文认为在多层级的治理框架下，忽

略政治体制的差异性以及构建集体规则的话语权会导致跨界

集体行动的内在解释机制缺失。其次，框架对动态情景的把

握存在不足。集体行动中各种要素的动态变化会引起行动情

景的阶段性变化，而现有 IAD 框架对于行动舞台与行动情

景的认识是模糊的。

笔者针对上述不足提出了一个整合性多情景 IAD

（integrated multiple-situation IAD）框架。该框架纳入了对行

为者复杂互动以及话语权的考量，以便对行动情景进行更为

广泛的政治经济背景分析。该框架有三个特点：首先，针对

IAD 框架的外部变量，研究参考惠利和韦瑟黑德的政治性框

架，将政治属性和话语权两个变量纳入外部变量 [32]，以对集

体行动的形成要素进行政治经济和权力构建的分析。其次，

研究进一步区分了 IAD 框架中行动舞台和行动情景的概念

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行动舞台是一个特定的背景，是制度

形成的重要场域和空间，包含了制度形成与演变的多个阶段

和环节；而行动情景是构成行动舞台的重要部分，是每一个

发生改变的阶段与环节。此外，将集体行动三要素也纳入行

动情景的互动分析。通过讨论跨界合作形成的外部因素、行

动主体的互动反应和产生的结果，研究总结了 WCI 集体行

动的演进逻辑与跨界合作的成功要素（图 2）。

3  案例背景 ：西部气候倡议的创建与发展

WCI 的创建与发展一波三折，但在加利福尼亚州和魁

北克省的带领下逐渐拓展，已成为全球碳市场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关注 [33]。这一集体行动较好地反映

了跨界低碳行动在次国家级层面的努力与成果，为地方跨界

图 1  制度分析与发展的 IAD 框架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5] 图 2  整合性多情景 IAD 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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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案，因此本研究选择 WCI 作为分

析对象。研究资料主要来自三个渠道：一是西部气候倡议公

司（WCI, Inc.，下称 WCI 公司）网站的资料文件；二是加州、

魁北克省等政府的权威资料；三是有关 WCI 以及加州、魁

北克省等政府合作的新闻媒体报道。

研究依据合作伙伴的变动情况，将 WCI 的发展划分为

三个阶段：2007—2013 年的初步酝酿阶段，2013—2018 年

的正式实施阶段，2018 年至今的持续发展阶段（图 3）。
在 2007—2013 年的初步酝酿阶段，主要是各地区围绕

WCI 的成立和规则设计进行制度构建。WCI 由美国加利福

尼亚、亚利桑那、新墨西哥、俄勒冈和华盛顿 5 个州的州长

于 2007 年 2 月达成共识并创建。不久，加拿大的不列颠哥

伦比亚省和马尼托巴省先后于当年 4 月和 6 月加入。随后，

美国犹他州和蒙大拿州，加拿大的魁北克省和安大略省加入

了 WCI。至 2010 年，作为跨越两个国家的区域减排协议，

WCI 已经包含了 11 个正式成员。WCI 发布的区域性交易方

案设计①包含碳交易的覆盖范围、配额分配等诸多内容，为

合作伙伴成员制定法规提供了可参照信息。然而，2008 年

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对各州 / 省财政的持续性冲击，以及美

国州政府换届选举，分散了人们对气候问题和碳市场构建的

注意力 [34]，WCI 的合作遭受巨大冲击。2011 年 11 月，美国

除加州以外的其他 6 个州都退出了 WCI 协议，成员只剩美

国加州与加拿大的 4 个省 [33]。

在 2013—2018 年的正式实施阶段，加州和魁北克省牵头

进行了碳市场交易并不断拓展减排管制范围。2013 年，两地

不仅成功建立了各自的市场，覆盖电力、工业、电力进口、

化石燃料等行业，而且进行了两个市场的链接，使 WCI 的

运作逐步走向正轨。到 2015 年，WCI 的减排管制范围进一

步扩展到交通部门。至此，两个区域 85%~90% 的碳排放② 

已被纳入管控范围 [33]。在加州和魁北克省跨界合作的带领下，

WCI 碳市场不断发展并完善。到 2018 年底，该市场已经代表

了北美最大的碳市场，并成为世界上现有的最大碳市场之一。

在 2018 年至今的持续发展阶段，WCI 不断将更多减排

区域与部门纳入考量范围。2018 年加拿大新斯科舍省加入

WCI，并于 2019 年开始运作其独立的总量管制与限额交易

市场。WCI 良好的发展态势也吸引了美国华盛顿州的加入，

并开始实施第四期交易计划。目前，WCI 碳市场被公认为一

个有效的温室气体减排行动，并且具有较好的成本效益。

4  案例剖析

本文基于整合性多情景 IAD 框架，选取 WCI 的初步酝

酿阶段和正式实施阶段进行分析，并着重关注了美国加利福

尼亚州和加拿大的魁北克省，因为这两个参与伙伴在 WCI

的构建和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围绕 WCI 形成与发

展的外部因素，行动者的反应与互动，结果与评价展开论述。

第一，研究分析影响行动者的外部因素，包含自然物质条件、

经济社会属性、通用制度供给、政治属性和话语权。研究分

析比较了 WCI 初始 7 个合作伙伴的异同，以及这些行动者

基于上述外部变量的不同反应。第二，研究依据 WCI 的多

个发展阶段区分了行动情景，关注不同行动情景下的新制度

供给、可信承诺与相互监督，并着重分析 WCI 实施阶段的

互动。第三，研究对 WCI 的互动结果和治理经验进行评价。

至此，文章回答了跨界治理的成功要素以及可供借鉴的治理

策略，以便为跨界低碳集体行动提供理论参考与政策指引。

4.1  塑造西部气候倡议集体行动的外部变量
在讨论外部变量的影响时，着重分析的对象是加州和魁

北克省，但也包含了其他若干州。这五个外部变量的作用及

其简单评述见表 1。
（1）自然物质条件

在 WCI 的初步酝酿阶段，加州和魁北克省是关键的参

与者，由于自然物质条件的原因，它们在历史上更关注气候

2007
WCI 7

/

2013 2018 2020

WCI

2010
WCI

2011 2015
WCI

2021

WCI
WCI

……

1

4

WCI

图 3  WCI 建立与发展脉络图

① 详见 http://westernclimateinitiative.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Itemid=4。
② WCI 覆盖的减排范围包括发电、工业设施、交通燃油等行业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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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加州经历过长时间的空气污染，现在又面临干旱、野火、

供水短缺等问题。无论是政府还是公众，都对气候问题表现

出强烈的关注和支持 [35]。魁北克省跨越北纬 45°~63° ①，极

易受极端天气的影响。1990 年代，魁北克省经历了两次罕见

的极端暴雨和冻雨事件，严重影响了当地基础设施和居民生

命安全，在灾后的恢复重建中付出了高昂代价 [36]。2000 年

前后，魁北克省的政界、学界和民众都表现出对气候变化的

强烈关注。魁北克省卫生与社会服务部制定了《气候变化行

动计划》，并围绕气候变化对人的影响与高校展开合作研究。

自然物质条件还影响了这些地方政府和辖区民众的减排

意愿。由温室气体排放引起的气候变化及其产生的一系列灾

害，已成为北美地区民众的科学共识 [37]。根据美国国家能源

与环境调查，加州居民普遍认同“国家已经受到了全球变暖

的负面影响”，相比未加入 WCI 的州表现出对气候政策实施

更大的支持。2012 年的一项调查显示，98% 的加拿大人承

认气候变化及其对人类活动的影响 [38]。魁北克省居民对“全

球气候变暖问题”以及“自己所在省更容易受到气候变化负

面影响”这两方面的支持度远高于非 WCI 成员居民。

（2）经济社会属性

经济结构尤其是能源结构也会影响 WCI 成员的行动决

策。在 WCI 的 7 个创始成员中，美国的加州、华盛顿州、

俄勒冈州的石油与天然气行业占 GDP 的比例均不超过 1%，

处于边缘经济的地位；后来加入的加拿大安大略省和魁北克

省的油气部门 GDP 比重同样不高 [39]。这些成员州 / 省石油

或天然气部门的边缘作用导致石油等传统能源行业对限额与

交易系统的阻碍与反对较小，其能源结构也更容易实现清洁

转型，因而有利于限额与交易体系的持续发展。

（3）通用制度规则

通用制度规则例如联邦的制度环境会影响地方政府的

抉择。联邦立法和全球范围内的气候协定为次国家级政府选

择气候治理的联合行动提供了合法性和制度激励。1990 年，

美国联邦正式出台《清洁空气法修正案》（CAAA），首次提

到以市场机制的形式进行污染减排，同时赋予地方自主实施

减排计划的权限。2006 年，加州通过《全球温室效应治理

法》（AB32），制定阶段性减排目标并实施“总量管制与限

额交易”计划。1999 年，加拿大联邦修订的《环境保护法》

（CEPA）赋予了加拿大各省在环境立法以及污染管制等方

面较大的自主管辖权 [38]。2005 年，魁北克省制定《2006—
2012 年气候变化行动计划》，规定阶段性减排目标并成立了

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部（MDDEP），专项应对气候变化。

（4）政治属性

政党意识形态与政治领导人的态度也会在短期内影响

WCI 的发展。美国联邦政府左右摇摆的气候政策使得联邦

层面的气候行动相对局限。奥巴马执政期间表现出对气候政

策议题的强烈关注，特朗普当政时期却退出了《巴黎气候协

定》。加拿大联邦虽然支持气候立法，但在实际推进过程中

发挥的作用也不大。本研究重点关注州 / 省层面的政治属性，

因为该层级领导人对气候政策的态度极大地影响了 WCI 的

创建与发展。在 2007 年 WCI 初步创建时，亚利桑那、新墨

西哥、俄勒冈、华盛顿、蒙大拿 5 个州的州长都是民主党人。

尽管加州州长施瓦辛格和犹他州州长亨茨曼是共和党人，但

都是气候政策的坚定支持者。2010—2011 年间，亚利桑那、

新墨西哥、犹他 3 个州新上任了共和党州长，蒙大拿、华盛顿、

俄勒冈州也拥有共和党的立法多数。共和党人执政的这些州

在此期间并未形成强有力的气候承诺，并且都退出了 WCI。

而加州恰恰相反，新上任的民主党州长杰瑞·布朗强化了

WCI 承诺的执行，继续推进碳市场建设。与美国许多州存在

着政党分歧不同，加拿大魁北克省的两个政党在利用市场化

手段减排方面具有罕见的共识，支持碳市场的发展 [38]。2009
年 6 月，魁北克省国民议会所有成员一致支持自由党政府有

表 1  外部变量的描述及在西部气候倡议（WCI）中的作用

外部变量 变量描述 变量的具体作用

自然物质条件 生态系统条件、资源属性 自然物质条件通过气候变化影响该地区环境与社会，同时塑造着当地人的气候观念。长期遭

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地区更可能实施气候政策

经济社会属性 经济结构等地方行动者的特殊属性 经济利益和能源结构影响 WCI 成员的行动决策，同时随着时间变化不断产生新的影响。油气

部门占比小的地区更容易实施碳排放政策

通用制度规则 说明需要、允许或禁止的行为以启动和约束

行动者行为

赋予地方行动合法性条件，提供制度环境基础。联邦立法和对地方自主实施减排计划的授权

鼓励了碳减排的自组织行动

政治属性 权力在行动者之间的分配，以及权力动态如

何影响行动者的行为

政党意识形态与政治领导人的态度在短期内影响 WCI 的创建与发展

话语权 赋予行动者不同的位置与角色 引领者意识，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法律基础与制度经验推动了 WCI 的创建与实施

① 这一跨度的距离大致相当于我国的黑龙江漠河至河南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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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限额与交易的立法。2013 年魁北克省议会一致通过，将

当地碳市场与加州市场相链接 [38]。魁北克省的气候政策具有

较强的连贯性，与两个党派的气候共识有着重大关系。

（5）话语权

从制度的角度看，话语权是对权力的考量，赋予了行动

者不同的位置与角色。话语权可以用来定位参与者在行动情

景中的位置和角色 [32]，影响了他们在 WCI 制度构建与发展

中的参与。作为北美洲最早提出并实施碳交易的地方政府，

加州将自己视为气候治理领域的“领导者”。2006 年加州出

台的《全球温室效应治理法》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提供了坚

实的法律基础。耗时 6 年精心设计的总量管制和交易系统让

加州在碳减排方面拥有可靠的制度设计经验。此外，加州的

政客和监管机构很早就意识到如果想要提高自身碳市场的影

响力并成为规则的制定者，就需要寻求联盟并扩大市场规则

的适用性 [40]，因此在促进 WCI 的创建与发展上具有很强的

动力。2007 年 WCI 创建时魁北克省并非创始成员，因其还

在权衡加入讨论中的加拿大全国性碳市场还是 WCI。加拿大

联邦的减排方案并不符合魁北克省的经济利益，因为该方案

减排目标集中在制造业部门，而魁北克省的制造业当时占全

加拿大的 1/4。但魁北克省在环保方面的先锋意识促使它寻

求碳交易的伙伴，在扩大自身碳市场的同时降低经济和技术

成本。在 2008 年加拿大联邦表示暂不启用全国的碳交易制

度后，魁北克省迅速加入具有更广泛减排覆盖范围和更多元

减排举措的 WCI，并于 2009 年修改《环境质量法》，明确了

实施总量管制与限额交易制度 [33]。

4.2  参与者的行为与互动 ：新制度的供给、可信承诺与

相互监督
WCI 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可被视为三个不同的行动

情景。本节先按时序讨论三个行动情景，并将上一阶段的结

果反馈纳入下一阶段的分析。文章重点分析行动情景二，即

WCI 的正式实施阶段，通过揭示行动情景内行动者的互动，

阐明新制度的供给、可信承诺与相互监督是如何达成的。

2007—2013 年 WCI 的初步酝酿为行动情景二（正式实

施阶段）提供了制度基础。通用制度规则，尤其是地方出台

的环境政策为 WCI 的酝酿奠定了基础。该阶段各成员之间

达成的 WCI 协议是新制度供给最主要的表现形式。2009 年

3 月，11 个参与成员围绕参与机制与标准接入、碳市场设计

与监管做了细致规定，初步构想了区域性限额交易制度并达

成了 WCI 协议。协议中拟定了一种区域性的管理组织结构，

以支持碳市场的运作与监管。2011 年，行动者成立了 WCI

公司，以实现对碳交易机制与西部气候倡议的常态化管理，

为碳市场交易提供了新的制度规则。监管方面则注重对污染

企业的碳排放监管，如实施主体没有足够的排放配额来弥补

碳排放，那么每少一个配额就会受到三个配额的“处罚”。

然而初步酝酿阶段并未建立起成熟的制度体系。尽管

WCI 设计了碳交易制度，但没有设计良好的退出规则，也没

有涉及对州、省政府等地方行动者履行承诺的监督，因此该

阶段没有形成完善的制度规则，也未注意可信承诺与监督体

系的构建，这成为 2011 年 6 个州 / 省退出 WCI 的重要原因。

这些州因为政治（如两党交替导致的碳交易立法中断）、经

济社会（油气部门占据重要经济来源）等因素选择退出，且

没有付出任何代价。

行动情景二是 2013—2018 年的 WCI 正式实施阶段。加

州和魁北克省不仅对碳交易市场进行了更为详细的制度规则

设计，也构建了可信承诺与监督体系。其中话语权发挥了重

要作用。加州作为气候应对方面的领导者，在推动碳市场链

接方面拥有更高的话语权。2012 年 6 月，加州立法机构通

过参议院第 1018 号法案。立法当局担心与魁北克省碳市场

进行链接会对加州企业产生不利影响，因而利用该法案减缓

了加、魁两个碳市场的链接实施 [39]13。魁北克省自身的碳市

场规模不足以支持其良好运转，但作为碳减排领域的先锋，

魁北克省进行了积极主动的协调。为了实现与加州碳配额的

互认交易，魁北克省在 WCI 制度框架下修订了有关“限额

与交易”计划的规定，相继出台多项有关温室气体排放的政

策法案①。2013 年 9 月，魁北克省政府与加州空气委员会成

功达成链接协议，并于 2014 年 1 月正式实施。加州和魁北

克省针对碳市场所作的具体安排为 WCI 的顺利运行提供了

保障，也成为行动者合作的基础。

除了实现新制度供给，行动情景二也建立起了可信承诺，

主要表现为提出相似承诺目标、整合组织规则、实施更严厉

的惩罚措施。根据 WCI 的协定，加、魁作出了类似的减排

承诺。截至 2014 年底，加州 99.8% 的公司达到了目标；到

2017 年底，WCI 目标覆盖的 55 个魁北克省企业全部达到了

市场的合规目标。在实施链接时，魁北克省环境部花了大量

时间阅读并整合加、魁两地的法规，确保碳交易在需要相同

的地方保持相同。加、魁举行联合拍卖时其合规工具可以相

互替代，并且通过明确货币兑换情况解决了分别以美元和加

① 魁北克省相应的政策法案包括：2009 年通过的第 42 号法案《关于修改与气候变化有关的环境质量法和其他立法规定的法案》，2011 年通过的
《关于温室气体排放限额和交易制度的条例》（“魁北克省限额与贸易条例”），2012 年通过的《关于授予温室气体排放限额和交易制度部分管理
权的条例》（“魁北克省 Cap-and-Trade 管理条例”）和 2013—2020 年间确定的与温室气体排放限额和交易制度有关的温室气体排放单位年度上
限的条例（“魁北克省津贴确定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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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设定碳底价导致的差异。此外，双方明确了违反规则的后

果机制。协议中概述了各州 / 省要取消链接时应承担的责任，

以及如何分摊所产生的费用①。作出相似的承诺目标、加强

违背承诺的惩罚力度提高了两个州 / 省之间的信任程度。

监督是维持市场运转以及 WCI 得以延续的重要保障。

为建立一个规范的组织结构与长期的协调管理机制，加州与

魁北克省完善了 WCI 公司的治理结构。加州和魁北克省以

法规形式将部分管理权委托给 WCI 公司，并联合为 WCI 公

司提供两年预算支持 [35]。此外，合作双方明确了该公司的职

能职责，包括创建、执行和维护碳交易跟踪系统、拍卖操作、

市场监管等。相比于初步酝酿阶段仅仅具有协调和服务职能，

WCI 公司在正式实施阶段的权力结构得到了拓展，不仅涉及

对碳交易市场的管理和监管，也包括对每个参与成员温室气

体排放计划的审查。

WCI 持续发展阶段受到政党政治的影响，陆续有成员退

出或进入。这一阶段主要针对合作伙伴的准入和退出机制进

行了完善。针对新成员新斯科舍省的加入，WCI 进行了严格

的目标审查，包括对于市场准入的审查以及碳市场稳定性的

考察，并要求其作出可信承诺、提出具体的实现措施。由于

政党性质的变化以及经济社会要素中燃料价格的上涨，安大

略省退出了 WCI，违背了其作出的承诺。为此，加、魁针对

可信承诺强化了设定相同目标的要求，并且以禁止退出地区

碳排放交易、巨额赔偿等方式提高了违反承诺的成本②。在

该阶段，WCI 完善了准入与退出规则，包括退出告知义务、

终止合同效力、高昂的退出费用与终止交易等内容。这些改

进促进了跨界合作的制度供给，也为 WCI 的稳定发展提供

了更坚实的制度基础。

4.3  西部气候倡议的实施结果与评价
WCI 已被国际公认为一个有效的温室气体减排行动。它

包含了全球最广泛的部门排放范围，覆盖能源发电与进口、

大型工业排放以及燃料供应的上下游企业。截至 2022 年

底，WCI 管制的排放量约占参与州 / 省经济范围排放总量的

75%，相当于 37 400 万吨二氧化碳当量，覆盖近 5 700 万人口，

大约 4 万亿美元的 GDP ③。加州和魁北克省分属两个国家，

相距 5 000 km，却在地理上相对分散的情况下建立起一个联

合性碳交易市场。它们以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减少温室气体

的排放，构建了一个稳定且灵活的碳市场，为气候变化的跨

界合作提供了现实案例。

在一定程度上，WCI 也促进了两个国家联邦政府碳政

策的完善。近几年，美国联邦完善了原有环境政策与碳交易

立法，成为北美洲排放交易系统的主要服务提供商，在履行

《京都协定书》等国际协议方面有所进展。加拿大联邦政府

于 2016 年通过了《清洁增长和气候变化泛加拿大框架》，部

分采纳了魁北克省的碳排放限额与交易制度的经验，在联邦

层面为碳污染定价。

在州 / 省政府层面，联合碳市场降低了减排成本并提高

了经济收益。首先，WCI 提供的技术与管理支持最大限度地

降低了单个州 / 省的合规成本 [39]，并促进了技术创新。其次，

联合碳市场显著提高了区域碳排放的拍卖价格，在入驻企业

不断增加的情况下，碳拍卖额的收益随之增长。最重要的是

这一跨界行动实现了区域经济与低碳减排的共同发展，在为

州 / 省政府创造税收收入的同时减少了温室气体的排放，有

助于实现经济与环境目标。

WCI 也刺激了企业的技术创新与绿色转型。碳市场的发

展促进了新能源企业的大量涌现，相应的配额发放与税收减

免也为企业创新提供了财税激励。此外，在跨界联合的碳市

场中，企业间可以通过供应链的合作降低碳排放交易成本，

例如制造商可以通过使用绿色技术，将产品出售给关注环境

的消费者，从而减少单位产品碳排放 [41]。

5  总结与讨论

本文构建了一个整合性多情景 IAD 框架，用于研究减碳

行动的跨界合作案例北美西部气候倡议（WCI）。研究分析

了 WCI 形成与发展的外部变量、行动者的互动和最终结果。

在外部变量中：（1）自然物质条件方面，长期遭受气候变化

影响的地区更可能进行气候政策立法与实践；（2）经济社会

属性方面，油气部门占比低的地区更容易实施碳排放交易； 

（3）通用制度规则方面，完善的联邦立法以及对地方自主

实施减排计划的授权鼓励了碳减排的自组织行动；（4）政治

属性方面，政党意识形态影响了地区气候政策的实施，而政

治领导人的态度在短期内影响了 WCI 的创建与发展；（5）话

语权方面，行动者的“领导者”意识、法律基础与制度经验

推动了 WCI 的创建与实施。在行动者的互动中，研究发现新

制度的供给是 WCI 持续发展的核心要素：在初步酝酿阶段，

各成员拟定了 WCI 的总体制度框架；在正式实施阶段，加州

和魁北克省完善了碳交易制度的细节；在持续发展阶段，行

动主体进一步完善了 WCI 的准入与退出机制——不同阶段实

① 资料来源：https://www.ecosystemmarketplace.com/articles/california-quebec-carbon-deal-could-pave-way-for-other-linkages/。

② 资料来源：https://www.theglobeandmail.com/politics/article-premier-designate-doug-ford-does-not-expect-any-lawsuits-from/。

③ 数据来源：https://wcitestbucket.s3.us-east-2.amazonaws.com/amazon-s3-bucket/documents/annualreport2022-20230512-en.pdf (pag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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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新制度为 WCI 的完善与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可信承诺

则是新制度维系的必要条件，其建立在行动主体作出相同承

诺及净收益提高的基础上。相互监督的加强促进了可信承诺

的达成。对碳排放主体、碳市场运作以及地方行动者实施多

主体监督保障了跨界低碳集体行动的良好运作。

这一整合性多情景 IAD 框架，是对奥斯特罗姆等人的

多中心治理应用的扩展。它有三个特点：第一，将政治属性、

话语权两个变量纳入 IAD 框架的外部变量，以对行动情景

进行更为广泛的政治经济和权力背景分析；第二，进一步区

分了 IAD 框架中行动舞台、行动情景的概念以及两者的关系；

第三，展开了行动情景中行动者的互动内容，将集体行动三

要素纳入互动分析框架，探讨行动情景内部的变化以及行为

者的互动。因为考虑到多个行动情景的作用与互动，该框架

特别适用于分析具有多个制度演进和发展阶段的跨界合作治

理，尤其是气候治理领域低碳政策的演变与发展。

本研究对中国的启示可以从国内与国际两方面分析。就

国内而言，碳排放交易市场的机制构建与完善需要引领者和

先锋者的牵头。如果中央要在低碳行动领域进行试点与政策

创新，经济发展较好、油气部门占比低，行政能力强且法律

基础与制度经验丰富的地区，可以成为低碳行动试点地区的

优先选择。此外，扩大碳交易市场的覆盖范围有助于缓解碳

泄露。鉴于碳排放的空间流动性及其负面影响的全球性，碳

交易市场需要进一步纳入更广泛的区域和排放实体，以达到

实际减少碳排放量的目的，而非在区域间转移。就国际而言，

一方面中国需要找准在国际碳交易中的定位。中国有着巨大

的减排潜力，即便不是先锋减排者，也可以成为积极的推动

者与规则的协定者，因此在国际上属于碳减排的中坚力量。

这一定位对中国参与全球碳市场交易体系的对话和规则体系

构建都有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中国可以基于气候政策的

观念共识、特定的经济结构、适宜的制度环境、倡导性的地

方政治以及环保领域的先锋意识这五个外部因素，更好地识

别和筛选潜在的碳市场链接对象。在跨国合作的层面上，低

碳行动的发展需要具备减排意愿与减排能力的主动者与引领

者、完善的碳交易立法与政策体系、可信的价值承诺以及健

全的监督治理体系。

研究基于 WCI 这一跨界低碳行动，对跨界合作的成功

要素和治理经验进行分析，但该场景属于小范围样本，不能

概括所有的跨界治理情景。研究者将在后续研究中继续关注

跨边界的低碳行动和环境治理，也希望本文建构的分析框架

能被应用在更多区域协作或跨界治理的研究中。

注：文中未注明资料来源的图表均为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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